
第5章

中國的監管政策 

能帶領國家走出勞動抗爭的陰影嗎？
—提升勞動標準並加強執行力度

二次大戰後，西方資本主義民主國家發展起來相對和平、具生產

力和繁榮的工業經濟體，讓中國羨慕不已和希望效仿。然而，有助帶

來和平、高效和繁榮的獨立勞工運動，卻是中國領導人避之唯恐不

及。為了防止獨立勞工運動興起，中國政府一邊改革官方勞工代表制

度，一邊阻礙獨立工會組成。除此之外，中央也動員全國之力處理導

致勞資糾紛的幾個深層次原因，包括提高工資、改善勞動條件以及禁

止僱主壓榨勞工。1 用國家主席習近平在2014年的話來說就是：「維

權是維穩的基礎，維穩的實質是維權。」意思就是說，為了維持國家

政權穩定，必定要保護人民權利。2

但這不是說中國領導人只為了鞏固政權才願意保護人民權利，也

不是說他們並非真心改善工人生活。如果沒有半點真心，中國的勞動

政策就不會從過去的「不計代價追求經濟發展」轉向「努力提升勞動標

準」。當然，改善工人生活背後的部分動機還是為了經濟成長，畢竟

促進經濟成長一直以來都是中國的重要目標。不過，中國政府以維持

政治穩定和防止社會抗爭浪潮匯聚成政治反對勢力為首要任務，尤其

是以獨立勞工運動為形式的抗爭，這個首要任務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改

善工人生活水平的目的，以及為達成這個目的之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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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中國政府致力遏止獨立工會興起，意味著它不可能遵循西方

經驗，讓工人能合法透過集體行動和獨立工會來爭取經濟利益；本章

下文也將提及，原本要透過全國總工會進行的工會民主化及促進集體

談判的改革，也被延期和限制。在應對非國有經濟領域不斷升溫的勞

工抗爭方面，中國政府最初偏向透過立法提升勞動標準，以及暢通司

法與行政裁決的渠道，讓個別工人可以在合法的情況下爭取權益。正

如在第4章所述，僱主若願意改善人力資源管理策略，通常能有效平

息工人的不滿；直接下令提高勞動標準，也許是中國領導人能夠達到

此目標的最直接手法。立法、司法和行政單位，都被呼籲擔起推進新

勞動法規的立法和執行重任。然而，權利糾紛案件數目依然甚多，令

各個申訴和裁決機關不堪負荷；由於工人不接受法律解決方案的「利益

糾紛」案件，自2010年起以傳統和靜坐罷工的形式，走到街頭最前線。

本章簡要描述中國勞動標準監管策略的演變，以及這些策略的成

敗—一方面確實成功把每年幾十萬宗權利糾紛導入法律管道，以

合法的方式解決，甚至在某程度上提高了勞動標準，但還是無法解決

勞動抗爭的問題。不過很諷刺的是，問題未能解決部分正是因為中國

政府為了鞏固政權，所以鐵了心扼殺獨立工會。這個強烈的政治動

機，雖然促使中國領導人改變監管策略以提升勞動標準，但也繼續塑

造監管策略的某些細節，結果讓原本立意良善的政策無法發揮作用。

也就是說，官方對全國總工會架構以外獨立工會的戒心，既推動又限

制了中國遏制勞動抗爭的策略，包括官方青睞的監管策略。3

中國工廠的緩慢監管之路

過去幾十年來，媒體對中國地獄式工廠的報道，以及全球資本為

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力供應而蜂擁而入的報道，在未深入了解中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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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觀察家中，形成了中國沒有勞動法的普遍看法—沒有最低工

資法例或對工時的限制，也沒有職業健康和安全相關的法規。以為中

國的工資和工作條件都不受監管是嚴重的誤解。但毫無疑問的是，在

對外資「開放」後，中國貧窮的農民工在出口導向的非國有經濟領域

工作，環境極其危險和受虐，而勞動法規在中國起步緩慢。

讓我們從第2章提過的一個難題來開始討論：中國在毛澤東時代

曾實施全面的計劃經濟制度，後來號稱「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那為

什麼還會出現嚴重缺乏規範的勞動環境呢？中國在非國有經濟領域發

展的頭幾十年，容許對工廠工人實行臭名昭著的剝削，情況類似美國

「超級資本主義」時代的自由放任勞動市場，勞動條件由資方和勞工

自由簽訂（也就是所謂的「合同自由」），這的確是非常矛盾，或者至

少是反常現象。在一個名義上屬社會主義和強大國家機器掌控著社會

的國家，這樣的現象是如何發生的？

中國對新興私有企業的監管政策之所以發展緩慢，部分原因可以

追溯至文化大革命。在毛澤東統治的最後十年，文革大量摧毀了既有

的法律和行政制度，因此在1976年毛澤東去世時，基本上沒有哪間

法學院或法院還能正常運作，律師也非常少（全國人均律師大概只有

美國的2%），不利監管法規的發展。4 不過話說回來，在文化大革命

期間被摧毀的機制，並非資本主義和市場經濟進入中國後中國所需要

的機制，因為在毛澤東時代的計劃經濟，經濟活動幾乎全由黨國掌

控，對私有企業的監管制度根本還不存在。5 這就是中國勞動監管法

規落後於經濟發展的第二個、同時也是更有力的解釋。

在計劃經濟時期，所有生產企業都歸黨國及地方黨委管理，所有

工廠都由政府指派專人負責（包括鄉鎮和村落也有對應層級的黨員幹

部管理）。因此可以說，黨國本身就是所有生產企業的大老闆，根本

不需要另訂監管法規。然而，當中國政府決定釋放市場力量，允許私

有企業發展並推動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和「公司化」，就越來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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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出一套監管制度。於是，實行市場經濟同時發展監管制度的「雙

管齊下」做法，成為上個世紀後期的主要趨勢。6 然而，中國「雙管齊

下」的速度卻很扭曲。7 中國只用短短幾十年制定出現代監管制度，

而且幾乎是從零開始，或者說仍有參考革命前的某些監管制度，再加

上吸取他國經驗，才制定出目前的制度。8 中國的監管制度在許多方

面都有相當顯著的進展。9 不過，監管能力仍處於初期階段。有些西

方觀察家總是嚴厲批評中國工廠環境惡劣不堪，但也許沒有考量到，

要幾乎從零開始建立監管制度有多麼困難。

不過很顯然，監管新興私營領域的勞動條件，並非中國政府早期

優先考量的議題。即使中國在九十年代初就制定了勞動標準，但執法

力度仍然嚴重不足，這不僅是因為缺乏能力，還因為缺乏政治意

願。10 因此，勞動標準法規發展滯後的第三個原因是：在改革開放的

頭20年，其實是中央政府刻意不去嚴格監管私有企業的勞動條件，

這樣的決定是為了釋放市場力量，同時讓廉價勞動力成為中國的競爭

優勢，以促進經濟發展。地方官員如果能夠成功振興地方經濟和吸引

外資就能獲得獎勵，而最能吸引外資的就是充足的廉價勞動力。

中國勞動標準改善速度緩慢的第四個原因，在於過快的經濟發展

早期通常具有的特性：在出口導向和勞力密集的經濟體，許多製造業

者都沒有充足的生產設備或資金，因此只能靠盡量降低勞動力成本來

與別人競爭，導致血汗工廠林立。外國品牌無情地利用這些相互競爭

的血汗工廠，那些工廠為了成為供應商彼此惡鬥，只向工人給付很低

的工資，不足以維持體面的工資和勞動條件。工廠同時也被迫偷工減

料，逼迫工人在擁擠又危險的環境中超時工作。簡而言之，由於早期

缺乏勞動監管，因此助長了極難監管的血汗經濟，畢竟當時很多工廠

就得靠毫無人性地壓榨勞工才能生存。

在十多年來，因為中國政府把經濟增長當成首要任務，所以沒那

麼重視勞動標準（也不太重視環境或產品的安全標準），結果隨著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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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員與地方企業老闆培養出緊密而又形形色色的關係，促成在地方層面

出現特殊的政治經濟體。許多手握大權的黨員幹部成為了企業主，有

些是從國有或集體企業獲得經營權，而且還享有優渥到很誇張的條件；

另一方面，1992年中國歷經了意識形態大轉變後，許多企業老闆也受

邀加入共產黨。在開放後的頭幾十年，地方官員與地方企業之間錯縱

複雜的利益關係，更加強化了中央政府「經濟成長優先、勞動標準擺一

邊」的政策方向。然而，即使中央開始試圖提升工資和改善勞動標準，

但政策是否能有效執行，都得看地方官員願不願意認真落實，因此地方

官員與企業老闆形成的利益共同體就成了中央執行政策的一大阻礙。這

個現象從地方企業肆無忌憚剝削外來農民工尤其可看出。11 所以，中國

勞動監管進展緩慢的第五個原因，就是這種「地方保護主義」，也就是原

本應該負責執行中央政策的地方官員，出於自身利益扯中央的後腿。

「地方保護主義」凸顯了中國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間複雜的關係。

前文已經提及，由於中國幅員廣大，各地環境差別很大，讓地方政府

或多或少擁有一些自治權。中央政府對地方來說，正如中國俗語說的

「山高皇帝遠」。然而，中國並不像美國一樣是聯邦制，中國的省和地

方政府並沒有獨立自治權或主權，它們必須要在國家的監督下執行國

家的政策和法律。不過這種中央集權體制並非共產黨發明出來的；事

實上，根據一位學者的說法，至少從公元前221年秦朝建立開始，

「中國一直都是由中央政府統一管理，中央的法律有至高無上的權

力，而且無論如何都高於地方法律。」12 當然，不同的地方情況需要

不同的政策，而且有些地方性的試驗，也許能演變成推行至全國的創

新政策。然而，地方政府推行的政策改變、試驗和創新，都必須在中

央政府能接受的範圍內。中央集權讓中央政府擁有非常大的權力推行

各種政策，而執行政策則是由擔任地方官員的黨員幹部負責，但是這

些地方官卻時常對地方企業睜一隻眼閉一隻眼，或是為了繳出漂亮的

經濟成績單而只在乎如何扶持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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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官員與企業主之間的密切關係和共同利益，可以說明為什麼

中國企業主通常都很支持中共政權，在地方層面尤其明顯。13 中國的

企業以及商界對中共政權似乎沒有任何政治異議，不像在其他國家，

企業和商界對政府的不滿還曾經協助推翻專制政權。然而，企業和黨

的密切關係卻限制了中共處理民怨的能力，無論是不滿的勞工、為了

經濟發展而被迫離鄉的農民，還是受嚴重污染或危險消費品所苦的人

民，中國政府都無法有效安撫。地方企業與黨員幹部官商勾結，不理

會民間疾苦，結果常常造成民怨沸騰並引發抗議，進而威脅政權的穩

定。這就是傅青山所說的中國「暴動陷阱」的一部分。14

因此，有一連串理由可以解釋中國在改善並執行勞動標準方面的

進展為什麼如此緩慢，也可解釋為何在中國政府終於開始重視勞動監

管之後，卻一直被自己人扯後腿。所以，有時候真的很難分辨中國的

「社會主義初期階段」15 與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有何不同。沿海工廠惡

劣的勞動條件，讓中國號稱奉行社會主義看起來像個笑話，也讓中國

在尤其是西方世界的勞工維權人士眼中，成為全球資本主義的工人剝

削中心。

中國勞動市場進入監管時代

在後毛澤東時代初年，出口導向經濟下的血汗工廠，與仍未重組

的國有企業成強烈對比，當時的國有企業工人還受到「鐵飯碗」和單

位制度的保障。有一段時期，中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似乎同時

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經濟結構：一種是社會主義經濟，另一種是市場經

濟。然而自九十年代初開始，國有和私有板塊歷經很大程度的融合，

共同演變成我們較為熟悉的經濟模式，也共同邁向我們較為熟悉的勞

動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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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大經濟板塊向監管型勞動市場交會

兩大經濟板塊融合的一半內容，是國有企業「公司化」、勞動力

商品化，以及廢除「鐵飯碗」制度，這些都已經曾被廣泛分析，當中

高敏教授提出了最精闢的分析。16 國有企業歷經重組並私有化後，接

管的企業主不斷要求更多與私有企業一樣的管理權限（及利潤），促

使勞資結構改變和勞動力商品化。融合過程的另一半，則是政府結

束對非國有企業的自由放任政策，開始要接受政府規管，然而監管

制度剛起步就走得磕磕絆絆，這點前面已經談過。1994年之前，中

國的勞動法規充斥著「一大堆莫名其妙且常常互相矛盾的法律、規

定、通知和指令等」。17 但1994年頒布的《勞動法》在確立單一勞動

體制上是大突破，也就是無論是國有，還是非國有領域的勞動市場

都須接受政府監管。18 這代表中國已不會再像計劃經濟時代般直接管

理勞工，同時也結束開放初期對私營企業勞動標準的自由放任管理

手法。

中國的國有經濟和非國有經濟，同樣邁向受監管的勞動市場和勞

動合同，這對兩個板塊的工人帶來截然不同的影響。在國有企業，由

於《勞動法》採用「勞動合同制」，等於進一步正式宣告單位制度和「鐵

飯碗」時代的結束，工人也從「主人」（或至少是單位成員）的地位，

降級成根據合約受僱於企業的員工而已。但對在日漸成長的非國有領

域工作的農民工而言，《勞動法》對於勞動合同的規範，的確意味著

中國政府在改善勞工法律權利和勞動標準的路上向前跨了一大步。19

簡而言之，中國採納受規管的勞動市場，代表中國的勞動政策與

世上其他發達經濟體更加接近。在中國向資本主義「開放」後，兩種

經濟包括社會主義和市場驅動經濟在一段時期一直共存，但隨著受規

管勞動市場的建立，兩者已逐漸融合。當中國開始向受規管勞動市場

和勞動合同的重大改變，中國就走上了很多國家已經走過的路：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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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勞動標準、建立監管制度、實行勞動檢查，以及建立各種仲裁勞

資糾紛的途徑。中國政府頒布並在2008年生效的《勞動合同法》，代

表中國在這條路上向前邁進了一大步。

令許多西方人吃驚的是，在實際工資水平以外，中國法例在條文

上規定的勞動標準與現代西方（尤其是歐洲）的勞動標準，在很多方

面都相當類似。20 他們感到驚訝，部分是出於西方人對中國工廠實況

的匆匆一瞥—在發生工廠火災慘劇以後，或是近期的童工醜聞，

或是富士康工廠發生多宗工人連環自殺事件。高敏教授很準確地形容

中國的勞動監管為「眼高手低」（“high standards-low enforcement”），也

就是勞動標準訂得高，但執行力低。21 「手低」的現象和原因我們前面

已經談過，但本章還會繼續作大篇幅討論。然而，除了「手低」以外，

中國政府制定的「高勞動標準」也很值得探究，我們先來看一項特別

具挑戰性的勞動標準議題：就業保障。

改善中的勞動標準：就業保障案例

所有現代法律制度都會保障僱員不會遭到某些形式的解僱；至

少，法律會保障非臨時性質的「正職」僱員不受僱主任意解僱，或不

受基於違背正義、錯誤或歧視的理由解僱。一個國家的就業保障制度

光譜，可能從最左邊的「僱主想怎樣就怎樣」（也就是可以隨時任意終

止勞資關係），走到最右邊的「僱主終身聘用員工」（員工永遠不會被

解僱）。幾乎所有國家的法律對就業保障的程度，都介於這兩個極端

之間：絕大多數的法律允許僱主解僱「正職員工」，但必須基於「正當

理由」。22 美國法律在這方面算是異數，僱主解僱員工不需要正當理

由（這裏是指勞資之間未簽約保障工作的情況），但是美國法律列出

了長長的清單，明文規定僱主不得以歧視或報復的理由，解僱擁有特

定行為或特徵的員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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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要了解某個國家的僱員實際享有多少就業保障，光是知道

該國法律允許和不允許哪些解僱理由並不足夠，因為這其實要看很多

制度上的細節，而這些細節很難從單方面看出來（連很多比較分析的

專家也會忽略這些細節）。舉例來說：法律究竟保障從事哪些工作的

僱員不遭解僱？得到這類工作的難度很高嗎？僱員能以什麼方式反擊

解僱，一般僱員都能使用這些方式嗎？整個過程需費時多久？誰負責

舉證僱主是基於正當理由，還是不良動機而解僱員工？僱主若是不當

解僱的話，該受到什麼懲罰或該如何賠償？這個過程會耗掉雙方多少

成本（包含律師費用和其他花費）？誰又該支付這些成本？就算這些問

題都有了答案，僱員實際的經濟保障，也不能只看法律給他們多 

少不被僱主不當解僱的保障，還要看他們可不可以辭職找新工作； 

某種程度來說，前後兩種狀況可能是相互矛盾的概念。所以，雖然 

書本中的法律很重要，但法律也可能呈現非常片面甚至誤導大眾的 

狀況。

在後毛澤東時代初期，也就是中國「已開放」但還「未改革」國有

企業的時期，中國的兩大經濟版塊正好盤據著就業保障光譜的兩端。

在其中一端，計劃經濟（或社會主義經濟）下的工人享有非常誇張的

就業保障，工人不只是員工而已，還是工作單位的永久成員，除了極

少數的情況，他們既不能辭職也不能被解僱。單位制度裏的工人在其

工作崗位擁有產權，但是工作單位亦「對其僱員擁有一種形式的產

權」。23 相比之下，中國在開放後外資和民營企業迅速成長，許多農

民工都只是「臨時工」，而且可被僱主隨意解僱，雖然有些人拿到書

面的勞動合同，但也無法保障他們不被任意解僱。24

1994年的《勞動法》開始監管所有的勞動合同，中國政府把所有

的勞動關係都納入同一法律制度的監管範圍裏，並且向當時國際勞動

標準看齊，開始慢慢增加大多數中國工人的就業保障，也就是讓就業

保障的程度介於永久聘僱的單位制，和任意解僱的自由私有企業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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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勞動法》禁止僱主在勞動合同期間不正當解僱員工，無論正式

或非正式員工都一樣。但書本中的法律和實際現況差距很大，除了長

期以來很難確實執行，《勞動法》在就業保障這部分還有一堆漏洞，

僱主還是可以鑽漏洞隨意解僱員工，或是靠短期勞動合同來規避法

律。25 所以，後來的《勞動合同法》目標更為進取，就是要增進工人的

就業保障。就書面上來說，中國的勞動立法相當出色。經濟合作及

發展組織（OECD）在2013年進行的調查發現，在調查的43個國家

裏，中國的僱傭保障立法名列最能保障勞工權益的前茅！ 26

《勞動合同法》大幅限制僱主利用短期勞動合同的機會，規定僱

主與工人連續訂立二次固定期限勞動合同後，就必須與對方簽訂書面

的長期合同，也就是讓對方成為正式員工，沒有合理原因不得解僱

（而且僱主還要自行舉證解僱原因的確合理）。而且為了嚇阻違法行

為，也為了鼓勵勞工協助執行法律，《勞動合同法》規定若僱主違法

拒絕與員工訂立勞動合同，應當向勞動者每月支付二倍的工資。同

時，2008年的改革降低了勞動者申訴的成本，也簡化了程序，讓勞

動者能更容易運用行政裁決和司法制度爭取權益。不過可以確定的

是，很多一般工人仍然缺乏接觸法律代表的渠道，無法有效維權，我

們將在稍後再談那些制度障礙。不過，2008年的改革還是讓工人的

投訴如洪水般湧進官方仲裁系統，而且其中有很高的比例都是工人勝

訴。27 到2009年，僱主已經在抱怨解僱標準過於嚴苛，於是想方設法

繞過合同法的嚴格標準，好恢復自己僱用員工的「彈性」。

在世界各地，僱主往往有自己的對策來應付嚴格的政策，如果可

以的話，他們通常會鑽法律漏洞改變僱用勞工的方式。28 中國的僱主

也不例外，他們往往透過「勞務派遣」機構僱用勞工，這樣一來，這

些勞工真正的僱主是派遣機構，老闆自己無須對勞工負責。29 然而，

即使僱主合法僱用派遣勞工，仍算是在破壞《勞動合同法》提供的就

業保障；若是更無良的僱主來僱用派遣員工，更會出現明顯違反整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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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動標準制度的情況。2008年後，勞務派遣案件數量增加將近一

倍，而且據說到2011年，中國三億城市勞工裏有五分之一都屬於派

遣勞工。30 勞務派遣成長的同時，世界各地都出現勞動力「臨時化」的

趨勢，這並非中國獨有的現象，也不僅出現於新的勞動法規出現之

後。31 大衛．維爾（David Weil）曾經稱此現象為「龜裂的職場」（the 

fissured workplace），對美國和其他國家的勞動標準都造成負面影響。32 

中國在頒布《勞動合同法》後勞務派遣案件暴增，暴增程度之大不可

能只是偶然。33

中國的立法官員以驚人的速度處理勞務派遣暴增的問題，他們修

訂《勞動合同法》，對勞務派遣增加諸多限制，從此僱主只能僱用派

遣勞工來擔任「暫時、輔助或代理性質的職位」，而且派遣勞工的人

數不能超過公司所有員工的10%，對很多僱主來說，這代表他們得大

幅減少公司的派遣勞工。該修法也希望能削弱僱主僱用派遣勞工的動

機，減少勞務派遣對《勞動合同法》的負面影響，主要做法是要求僱

主必須給付派遣勞工和正式員工同等的工資。34

由於全世界的僱主越來越傾向僱用臨時工或派遣勞工，中國以歐

洲國家為模板訂下的「歐洲式就業保障制度」，似乎不太可能在中國

站穩腳跟。事實上，連很多歐洲勞工自己都不再享有「歐洲式就業保

障」。35 據說，中國有些企業主看到勞務派遣限制增加後，就轉向獨

立分包商 36，或是乾脆把某些工作全部外包。37 此外還有一些規避的方

式，例如僱用「學生實習生」到工廠做工，現在也還是存在。38 不過，

看到中國僱主僱用勞工方式經歷這些變化，可以看出中國的確想認真

監管勞動標準，而且也越來越上手。39 很矛盾的是，中國這麼多僱主

設法用合法的方式規避《勞動合同法》對聘僱勞工的諸多限制（因此一

開始他們才改為僱用派遣勞工），而不是直接忽視法律規範，這正好

證明勞動法規對中國民營企業主的確越來越有約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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